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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身份與產權的悖論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區「農嫁居」問題分析

⊙ 潘學方

 

「農嫁居」是城鄉分割二元結構的產物，當然會隨著城鄉一體化而消失。可是，這個在計劃

經濟時期，由身份與財產關係糾纏成的疙瘩，「農嫁居」問題已成為今天城市化過程中的很

難解得開卻又必須解開的結。

1994年台州行政中心由臨海移駐椒江，作為台州市主城區的椒江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郊村的

土地被大量徵用，村民將轉為居民，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開始解體，從而引發了和正在引發

一系列深層次的變革，這就是「農嫁居」問題產生的背景。「農嫁居」問題是農村集體資產

產權制度缺陷在城市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個症狀，筆者試通過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對農村

產權制度進行粗略的探討。

一 由身份關係引發的集體資產權利問題

所謂「農嫁居」，簡單地說是指：農村戶籍的人嫁到城鎮，而其戶籍仍留在農村。

在計劃經濟時期，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中，一個人的身份基本上與生俱來且終生不變；你

的戶糧關係在農村，那麼不僅意味著你終生被束縛在土地上務農，而且你的子孫後代也將繼

承你的終生務農的命運。除了極少數特例，如當兵在部隊提干或上了大學等以外，農與非農

的壁壘是破不了的。這樣，農村人與城鎮的人結婚，農村人的戶糧關係只能留在農村。由於

「出嫁」多是女的，當時有關政策規定子女的戶糧關係隨母，所以，「農嫁居」家庭的子女

的戶籍關係也多在農村。這就是「農嫁居」的由來。

椒江屬浙江省台州市的主城區，總人口45萬，其中農業人口34萬，而目前「農嫁居」本人有

2193人，其子女是1859，合計4052人（下面統稱「農嫁居」人員）。從與全區總的農業人口

34萬比例看，農嫁居及其子女只佔1%多一點，為「極少數」。但「農嫁居」人員主要集中在

城郊某幾個村，所以在這些村落中有不少數量。截止2001年，椒江區有11個鄉鎮街道（2002

年該區行政單位進行調整，其中原加止街道與東山鎮合併組成新的加止街道），而海門、白

雲和原加止街道三個街道的「農嫁居」人員就達2595人，超過全區一半，而這三個街道的農

業人口只有6萬多，只是全區農業人口的六分之一強；其中「農嫁居」人員超過100人的村有

六個，超200的有二個：加止街道的星明村，254人，海門街道的東方紅村，242人；東方紅村

農業人口是1391，「農嫁居」人員超過17%。以上數字並不包括前期已「農轉非」的2254個

「農嫁居」人員，同樣，這批人總數不多，但在某些村的具體人數卻不少，如加止的星明村

有380人，星光村有370人，這些人多數要求把戶籍遷回原來的村，而有些雖沒有遷回戶籍的



要求，但卻要求村裏給予補償或增加補償。在要求解決「農嫁居」問題的上訪案件中，以這

些人居多。所以，無論如何都無法把這些人員排除在「農嫁居」問題之外。

「農嫁居」問題源於戶籍關係，可是，如果它僅僅是戶籍關係，這個問題早就解決了。「農

嫁居」問題實際上是村級集體資產權利分配的問題。

1998年7月22日，國務院及相關部門明確規定「農嫁居」本人及其子女的戶籍可以遷入城市

（國務院[1998]24號文件）。照理說，至此，「農嫁居」作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應該得到解

決，可問題是，這個時候，城鎮戶籍已不稀罕，反而，農村戶籍倒成了短缺資源。在城郊

村，由於土地被大量徵用，各村均獲得了為數不少的土地補償費用；同時又由於城市發展的

帶動效應，村留地升值；這樣，各村的集體資產陡然壯大。以地處椒江中心地帶的八個「城

中村」（由於聯誼村已經經過股份化改造，成了企業化的組織，故不列入）為例，村集體淨

資產總額超過4億元，人均超過5萬元；其中淨資產總額最高的村--星明村，達7918萬元；人

均資產最高的紅旗村，達10萬元（以上統計數字尚不包括準備留作村民宅基地部份的財

產）。在村集體資產構成中，現金佔很大比例。這八個村集體資產總額是40640萬元，而其中

現金達14119萬元；如紅旗、星星、東京三個村，各村的現金分別為3368萬、3297萬、3610萬

元，而三個村的人口分別只是649、1506、1107，高的人均超過五萬，低的也是兩萬多。如紅

旗、星星、岩嶼等村，每月都給村民發放幾百元的生活費和老人養老金。村民們每戶視人口

不同還能分到少則一間多則兩三間的宅基地，不少村分給村民的宅基地私下交易能賣到十多

萬元一間，高的達二十萬元。

1998年7月22日，即國務院下文允許「農嫁居」人員戶籍進城後，雖有部份人把戶籍遷進城

市，但多數人卻願意繼續留在農村，相反，不少戶籍已遷入城鎮的現在也要求遷回。1998年7

月22日後，「農嫁居」人員在數量上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945人。在一些富裕村，因其

他人員變動，按傳統慣例，應該遷出的戶籍現在也不願意遷出了，而一些不該遷進的戶籍卻

遷到或要求遷到村裏來，這些人的目的很清楚，戶籍落實在村裏，就具有村民的身份了，因

而應該享有與其他村民和經濟合作社社員同等的待遇。這樣，「農嫁居」問題又不僅僅限於

「農嫁居」人員，它還包括了：

1、由於村集體土地被徵用而招工人員（俗稱「土地工」），以前，這些人員中有招到國營單

位的，其戶糧關係也隨之遷出；也有被招工進集體單位的，這些人吃國家的返銷糧，而戶糧

關係仍留在村裏。這些人中，原國有單位職工有現在下崗了的，要求把戶籍遷回村中當農民

的；而戶籍本來就在村裏的則更要求享有與其他村民同等的待遇，他們的理由是村民的身份

是以戶籍為標誌的，他們的戶籍從來就沒有出過村，所以他們一直是村民；而鎮和村稱他們

為「非社員村民」。

2、還有「農嫁農」，同是有農村戶籍的人之間婚娶，習慣上是女方戶糧關係落到男方，可

是，現在如果娘家相對較富裕，該名女子就不會把戶口遷出，而繼續做原村的村民，要求與

村裏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待遇。

3、還有一些考上大中專院校的；在過去，這些人跳出農門，視同國家幹部，戶糧關係隨之遷

出，現在由於畢業後國家不包分配，這些人的戶籍當然留在村裏，村裏分錢分地他們也要求

享有。類似的還有勞改勞教的等雖然戶籍遷到別處，但他們或他們的家人認為這些人終有一

日要回到村裏，等他們回來，集體資產可能沒有了，所以現在，對集體資產理應分我杯羹。

以上這些人員的問題，用「『農嫁居』問題」概括雖不很準確，但性質是一樣的，都要求確



立村民的身份進而享受集體資產的權利，所以有理由置之「『農嫁居』問題」之中。起碼算

得上泛「農嫁居」問題。

可見，所謂「農嫁居」問題，實際上就是由於農村人員流動，造成村民非村民、社員非社員

這些身份邊界的模糊，從而引起村集體資產權利主體的不確定，其實質是由身份引發的財產

權問題。

二 合法與合情的兩難困境

為了解決「農嫁居」問題，椒江區政府曾發過兩個文件：[2000]90號文件和[2001]254號文

件。前一文件規定：凡是已經農轉非的村民和居住（戶籍）在本村的非農業人口（包括「農

嫁居」人員），都不是村經濟合作社社員，不能享受村經濟合作社社員權利。未農轉非的必

須辦理農轉非手續。對於戶糧在村的「農嫁居」人員，應辦理農轉非手續。對於「農嫁農」

人員，只能在落戶方享受社員的待遇。

這一文件出台後被有法律意識的「農嫁居」人士控告，說是「違法的」。爾後，政府自己也

意識到這裏面有與上級相關規定不相符的地方，於是又有了第二個文件，即[2001]254號文

件：

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切實維護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益的通知》（廳字

[2001]9號））關於「農村婦女無論是否婚嫁，都應與相同條件的男性村民享有同等權利。」

的規定，「農嫁居」人員及其子女，應與相同條件的其他社員（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同

等權利。--為了促進農村人員向城鎮聚集，各地可制定一些優惠政策，鼓勵「農嫁居」人員

及其子女辦理農轉非手續。

可見，前後兩個文件，意思完全相反，前一規定強調「農嫁居」人員不能享受社員權利，沒

有農轉非的必須農轉非。而後文件卻規定「農嫁居」人員與其他社員一樣，並且只「鼓勵」

農轉非──意味著可以不農轉非。

這樣的規定雖然與上級的精神相符了，可由於不合下情同樣無法貫徹。以下作簡要分析：

村集體擁有集體資產的所有權，而村集體成員則各自享受其中應得的份額，在集體資產恒定

的情況下，要使各人對村集體資產享有的份額不減少，村集體成員在數量必須保持相對穩

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村處於封閉狀態，這一點夠能做到。那時，村民的數量，除了

生死等自然增減外，唯一有統計意義的人員流動便是婚嫁。人員跨村流動，應該在村集體與

婚嫁者之間調整財產關係，但由於村集體資產不可分割，這種村集體與村集體成員之間的財

產調整，是由村與村之間確立一種特定的權利和義務的關係來完成的：也就是說，雖然村與

村之間沒有任何契約，但有一種普遍適用的慣例：我村有女嫁到你村，你村有義務給予相當

於你村村民的待遇，反之也一樣。這樣，有女嫁出，村民身份自然消失，有媳娶進，自然取

得該村村民身份，通過此村與彼村的特定的債的關係來完成了村集體與其成員之間的權利調

整。當然，這種慣例肯定存在著不公平的地方，這裏，我們看到了傳統家庭的影子：女兒是

別人家的，無繼承家產的權利，她只能到夫家享受財產權利。但由於：一、對於村集體而

言，其成員能基本保持平衡從而資產不流失；二、對於村民來講，由於多以戶而不是以個人

為基本單位，這樣，嫁出娶進在多數家庭都能拉平（無男戶允許招一男入贅）；三、至於出

嫁的人，雖然失去出生村的身份卻以取得落戶村身份為補償，當然，村與村之間存在著貧富



差別，但這作為擇偶的考量。何況，這裏所說的所謂「財產權利」在當時僅僅是勞動所必需

的條件，嫁出去的人沒有必要帶走，也帶不走；娶進來的人因在本村勞動生活，客觀上需要

這份所謂的權利。所以這種做法自然合理，其的結果也是可持續的，算得上傳統村社「最不

壞」的一種調整財產權方法。

而「農嫁居」的出現，則是由於在二元結構中，婚姻不破城鄉分割的壁壘，城市的丈夫可以

接納農村的妻子，而城市卻不給農民以城市人的身份，於是造成了既不同農民又不屬於城市

人的邊緣人──「農嫁居」人員及其子女。可是，這事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則屬不可抗

力。故作為特殊情況。

椒江區[2000]90號文件顯然以這種「慣例」作為一個基點。但作為政府文件卻不妥：

1、規定「農嫁居」人員必須將戶籍遷出村（意味著不能享受與其他村民同等待遇），與憲

法、法律規定的男女平等原則相抵觸，如：《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規定：「農村劃分

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不得侵害婦女的合法權

益。」

2、僅從權利義務相一致精神看：規定「農嫁居」人員「必須辦理農轉非手續」。對於許多

「農嫁居」人員是極不公平的。據統計，在4052名「農嫁居」人員中，有1645人承擔與其他

村民相同的義務，有893人承擔部分義務，這些人長期來一直承擔只有經合社社員才承擔的義

務，卻為何到現在在能有權利享受的時候要趕他們走呢？

3、從內容看，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而作為對自己前一規定的否定的[2001]254號文

件呢？如果照此貫徹，其結果可以料到：

對於「農嫁居」來說，由於現行政策允許「農轉非」而不允許「非轉農」，那麼，無論是男

是女，凡農村戶籍的都將把戶籍留在農村，因為這年頭城裏戶口沒用農村戶口寶貴了。事實

更麻煩的是，這結果不僅僅限於「農嫁居」而肯定要蔓延到「農嫁農」及其他人員：既然

「農嫁居」人員可以對戶籍的去留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農嫁農」們當然也要有這種權利。

「農嫁居」的流動方向由農村向城市，不涉及村與村之間流動，所以只是一方不往外遷戶籍

而另一方的戶籍是遷不進村的；「農嫁農」則不同，其可以在各村之間流動，根據男女平等

原則，女的可以到男方落戶，男方自然也可以落戶在女方，這樣，只有窮村遷往富村而沒有

富村遷往窮村的。如星星村有這樣一個實例：

該村有一女與外村一男結婚，由於此女子無兄弟，按規定，該男子的戶籍可落實在星星村，

星星村是富裕村，他當然把戶口遷入村裏，雖然他的職業、工作單位、住所等都沒有變，但

他卻成了星星村的村民，與星星村其他村民享有同樣的權利。可沒多久，小兩口離婚了，此

後這男的又與別村一名女子結了婚，他要求把自己妻子的戶籍遷進星星村，理由很充分，他

既然是星星村的村民，他娶的妻子的戶籍當然可以遷進星星村。（如果那女再與外村的人結

婚，其夫戶籍因入贅也應該可遷入星星村）

如果說這僅是個特例，還僅限於沒有兒子只有女兒的家庭，目前男方普遍遷往女方還不現實

的話。那麼，就富裕村的女子出嫁不遷出戶籍關係面言，這也不比「農嫁居」；因為「農嫁

居」在廣大農村只是特殊現象，而「農嫁農」是普遍的，其人數要比「農嫁居」多得多。這

樣，戶籍因婚姻可自由遷移，那較富裕的村名義村民不就陡長了？該村集體經濟的蛋糕再大

也受不了這般瓜分！



從邏輯上說，有一種方法可以解決這個難題：既然嫁出去的人都把戶籍留在村裏，那麼娶進

來的人也不能把戶籍遷進來，只有這樣，一個村的人口數才能基本保持平衡。但事實上這是

行不通的，且不說傳統習慣不可能一下子讓它消失；戶籍與住所的分離本就不正常，如果作

一個規定讓所有跨村婚姻的一方人與戶籍均分離豈非笑話！

為體現男女平等原則而強調婚娶的男女各方都有選擇自己落戶何處的自由，這本身當然沒

錯。問題是在戶籍關係（村民身份）與財產權利死扣在一起的情況下，農村戶籍關係即村民

身份的變更就意味著財產權利的取捨，而財產權利是物權，是排他的、絕對的權利。戶籍關

係可以自由遷涉，而財產權利可不能隨心所欲地獲取。

三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缺陷表現出的一個症狀

農村集體資產的產權制度形成於計劃經濟時代，目前已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產

權模糊是症結，農嫁居問題只是這個症結的反映。

1、產權主體不明確：《國務院關於加強農村集體資產管理工作的通知》對農村集體資產有個

界定：集體資產「是指歸鄉、村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集體所有的資產--是廣大農民多年來

辛勤勞動積累的成果」。由此可以推出村級集體資產的主體是村「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

員」。但從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等法律看，國務院

關於農村集體資產的界定不準確。這些法律規定村農村土地及其他資產屬村農民集體所有，

而由經濟合作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由此可以推出：村集體經濟組織對村集體資產

只不過擁有類似企業的「法人財產權」，而村集體資產的所有權屬全村農民。集體經濟組織

成員與農民是兩個概念，如《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組織條例》第九條規定：「戶籍關係在本

村，年滿16周歲的農民，均可參加村經濟合作社成為社員。」可見，農民外延比社員大，二

者是從屬關係。指出這點並非咬文嚼字，在實際過程中，如果把集體資產產權主體理解為經

濟合作社社員，豈非剝奪了那些不是經合社社員的農民的權利？在椒江就有規定，只有經濟

合作社社員才享受村集體資產的權利，所謂的「非社員村民」就沒有這個權利。指出這一

點，不非意味著筆者主張所有的非社員村民都該享受村集體資產權利，非社員村民情況複

雜，如有由於土地被徵而招工的，按筆者觀點，這些人原則上不能享受集體資產權利。這

裏，我僅僅強調的是：村集體資產主體應該是村全部農民，而不僅限於社員，如分宅基地，

就不能把不滿16歲的未成年的農業人口排除在外。

2、產權客體模糊：對村集體資產的屬性往往認識不清楚，與把經合社社員當作產權主體相應

的，把集體資產當作「是廣大農民多年來辛勤勞動積累的成果」，在意識形態上也獲得諸如

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勞動創造財富等觀點的支持，可就是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村集體資產

主要由土地構成，這種資源性的資產並不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相應的，對村集體資產享有

的權利相當大的部份應該是與生俱來的，而不一定要參加經濟組織經過勞動以後才獲得。這

一點決定了正如我上現指出的，村集體資產的主體應該是全村的農民而不是經濟合作社社

員。

由於村集體資產主要由土地構成，這決定村集體資產根本無法量化：首先，土地只作為生產

資料而不是作為資本；其次，土地是公有的，不能分到自然人；再次，雖然《憲法》、《土

地管理法》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但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規定：城市規劃區

內的集體土地只有國家徵用後，該幅土地的使用權才可出讓。《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集

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用於非農建設。可見，農民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其實是不能出



讓或轉讓的，因而也不存在著用貨幣進行量化的問題，除非這些土地補徵用，土地補償費用

可聊作土地價格。這樣，以土地為主要構成部份的集體資產也根本無法用貨幣計量。

集體資產產權屬於集體所有成員，這一點是清楚的，但這集體成員具體包括哪些人又是不明

確的；更由於集體資產無法量化，村集體資產只能整體上屬於整體上的村集體成員所有。實

際上，這種資產的產權是不清晰的。

四 產權改革與身份確定的自我相關？

綜上所述，「農嫁居」是計劃經濟體制及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的產物。在村轉居的城市化過

程中，當二元結構解體後，人的流動性增加了，尤其在城郊村，土地基本上被徵用，純粹務

農的農民不存在了，村民的身份也越來越模糊了，這樣，那種把產權與身份死扣在一起的集

體資產關係便根本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了。「農嫁居」現象的出現便是這種不適應的一

種反映，這就在客觀上要求把身份從產權關係中剝離開來。

我再拿婚姻作分析：婚嫁時，對出嫁的人，讓她（他）隨身帶走社區財產中屬於她的那個份

額的權利（並非一定要分走那份財產）；對於娶進來的人，本社區再也不可能分給她（他）

任何財產權利，因為社區的現有的財產都已明確到原自然人身上了。這樣，社區成員娶親、

生育等等人員變化，那是該成員家庭內部的事，其可以通過繼承等方式調整自己家庭的財產

（包括那份屬於個人的集體資產權利），但這再也不與社區的財產發生關係。這當然不限於

婚姻，只要社區成員對社區資產享有權利的份額不因離開這社區而喪失，那麼，人不就從身

份（某社區成員如「村民」）中解放出來，可以自由流動了！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如果各人

手中這份產權可以轉讓，那麼，社區的資產也就可以自由流動的。這種財產關係是符合市場

經濟的要求的。

當然，這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確定社區所有成員在社區集體資產中的享有的份額。這就是

清晰產權。

椒江區於2000年在聯誼社區進行股份制改革試點：聯誼的股份制改革無疑為本區下一步農村

集體資產產權改革積累了可借鑒的經驗。這裏，沒有必要對聯誼的做法進行全面介紹，我僅

就與解決「農嫁居」有關的事項，對聯誼改革作一簡要分析。

聯誼位於椒江中心地帶，早在80年末，原聯誼村的土地就基本上被徵用。1991年，完成了全

部農民的「農轉非」。1997年原村經濟合作社改為「聯誼實業總公司」。聯誼改革的具體過

程是：在清產核資的基礎上，進行股權設置，把淨存量資產先劃出一塊，約1％，為公益性資

產不折股量化，然後設為集體積累股和個人分配股，前者佔有25％，後者為75％；個人分配

股又分為原始投入股，約佔3％，勞動補償股，佔52％，社區人口股佔45％三類；與此對應

的，原始投入股屬合作化時帶有股份基金入社的聯誼籍社員或繼承人；勞動補償股給量化給

曾參加過聯誼勞動的人，一年農（工）齡為1428元；社區人口股按每人三萬多元量化，由在

冊人口享有。

椒江區相關部門把聯誼的試點當作股份制改革的一個成功「典型」，這樣，在該區農村集體

資產股份制改革中，聯誼的做法很有可能將作為一個參照模式。（該區制定的《社區股份合

作制改革的實施意見證求意見稿》，實際上就是聯誼《實施意見》的加加減減。）而筆者認

為，既然作為「試點」，我們既要找出聯誼改革的普適性：即通過股份制改革，將集體資產



量化到作為集體成員的自然人，從而達到產權清晰（雖然聯誼的股份制很不徹底）；同時我

們也要看到其「不可學」的特殊性，聯誼的特殊性主要有：

（一）聯誼在股份化之前已是個企業性的組織，他的治理結構、資產構成、人員性質等都不

同於行政村；這將使得聯誼的股份制改革與其他行政村的股份制改革將有較大的差別。

（二）聯誼在十多年前便完成了全部農民的「農轉非」，聯誼人的身份問題主要表現在在冊

的與非在冊的區別，而不存在「農嫁居」問題。這一點決定了聯誼這個股份化改革的「典

型」不具有解決「農嫁居」問題的典型性。

從聯誼做法可知，所謂清晰產權，並非對本來屬於各集體成員的集體資產進行還原，這是不

可能的。準確地說，這裏的所謂清晰產權只是制定一條基本公平且能為多數人接受的標準，

把集體資產量化給集體成員。但要明確各人對集體資產所佔的份額，前提是明確各人應該佔

多少份額。聯誼的資產構成不同於普通行政村。在普通農村，構成集體資產的主要部份是土

地，土地是資源性的資產，不是甚麼人的創造和貢獻，所以具有不具有村民身份是應不應該

佔有資產權利的主要依據，具體到「農嫁居」人員及其子女，首先是確定這些人具不具有村

民（或者說是社員）的身份？從而推出他們是否享有與其他村民同等的權利。這事做好了，

不就等於「農嫁居」問題解決了？可見，要想清晰村集體資產產權，在城郊村，又必須以

「農嫁居」問題的解決為基本條件：

身份的確定與產權改革問題在這裏難道形成一個怪圈？

應該看到，產權改革與「農嫁居」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產權制度應該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

核心，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是一場涉及面廣、層次深的根本性變革，解決「農嫁居」

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內容。正因為這樣，我們不能就「農嫁居」問題解決「農嫁居」問題，

也不能把解決「農嫁居」問題與集體資產產權改革並列起來，而應該把「農嫁居」問題放在

產權改革的框架內，從而跳出「農嫁居」與產權改革自我相關的怪圈。

提出具體祥細的操作方案已超出本文論述的範圍，這裏，我僅就解決「農嫁居」問題應把握

的幾點原則問題談自己粗淺的看法，以供參考。

1、政府指導與村民自決的關係。在對農村集體資產產改革缺乏必要的理論準備、對解決「農

嫁居」問題沒有現成模式可參照的前提下，以村為單位進行這種深層次的改革，政府的指導

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我們對星星、東方紅、星明等村的村班幹部訪談中，這些村幹部紛紛

表示：解決如此重大的問題，沒有政府指導根本行不通，光靠村裏，一是連基本的方案都拿

不出，根本不知從何下手；二是若沒有政府作靠山，沒有規範性文件作依據，對任何方案村

民都不會信任、村幹部也承受不了這種壓力。

政府的指導作用應該體現在：（1）制作操作方案的範本，其主要內容應有原則性意見：要應

體現法律法規的精神，明確規定「農嫁居」人員應有與條件相同的其他村民同等權利（區政

府254號文件的基本精神沒有錯，只是由於沒有把它置於產權改革的框架內而無法操作）；

（2）總結推廣區內外的一些可參考的經驗。（3）監督村民會議決定、村規民約等有無違法

及損害某些村民合法權利的內容。

但村集體資產屬村集體成員所有，只有村集體成員才有權處置。經村民多數同意作出的事

項，只要不違背法律和政策，政府都無權干涉。而政府有關部門制定的方案都必須經由村民

會議通過才能在村裏實施。



2、多數人同意與少數人權利保護關係：產權改革這樣的重大問題，必然提請村民會議按少數

服從多數原則討論決定；但諸如「農嫁居」人員對村集體資產是否享有權利等財產權利問題

則又不屬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決定的範圍。

從聯誼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在股權設置中，聯誼的勞動補償股佔到全部個人分配股的52％，

這一點，除了與聯誼的資產結構有關，更主要的是：是和曾經是聯誼村村民或實業總公司職

工都是這類股權享有的主體，而這些曾經是聯誼人中，多是由於土地被徵用而招工的人，照

理說，當年，這些人之所以能享受只有城市人特有的進單位就業權利，是以村裏付出土地為

代價的，招工了的人本不該再享受村集體資產的權利。但聯誼村情況與其他地方不同，該村

招工的人特別多，已經形成一種很強的訴求力量。在處置集體資產時，若把這些人排除在外

肯定通不過。

利益的調整，往往就是各利益集團搏弈的結果。應該注意到，與其他村民相比，「農嫁居」

人員是少數，這在所有村都是一樣的；但各村情況又各不相同，如星明、星星、東方紅等

村，「農嫁居」人員達好幾百，已經形成很強的力量；而另一些村裏，「農嫁居」人員只有

幾個、十幾個，根本不可能有他們的聲音。堅持多數人同意原則時必須注意保護少數人的權

利，尤其要注意保護那些佔村裏人數比例極少的「農嫁居」人員的利益，「農嫁居」人員少

的村可以參照那些「農嫁村」人員多的村的做法。

3、村民會議決定與合法性關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條規定：村民會議、村民討論

的重大問題不得與法律與政策相抵觸。男女平等、維護婦女土地承包等合法權益都是現行法

明確規定的，這些是「農嫁居」人員合法權益的法律保障，村民會議的決定中若有與這些規

定相抵觸的內容應無效。在調整財產關係中必須加以注意。

「農嫁居」問題的解決，其意義將遠遠超過「農嫁居」問題本身，這將是村改居城市化過程

中，村民衝破身份束縛、走向自由邁出的關鍵的一步。這也將為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的改

革指出一條可參照的路徑。

 

潘學方 1983年杭州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椒江黨校教書，任高級講師；現椒江區委宣傳部任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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